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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

提升了地区绿色创新绩效吗？

——基于双重差分的实证检验

闫华飞 杨美 冯兵

武汉工程大学管理学院

摘要：随着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的进一步推进，探究其能否提高地区绿色创新绩效对促进区域绿色发展具有重

要意义。选取 2009—2019 年长江经济带 11 省市及其周边 8 省份的面板数据，测度其绿色创新绩效，并利用双重差

分、中介效应模型探究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对绿色创新绩效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显

著提升了绿色创新绩效，这一结论通过了多种稳健性检验；区域异质性分析表明，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对中部地区

绿色创新绩效促进作用更强，东部地区次之，西部地区不显著；作用机制分析得出，政府支持、信息化水平在长江

经济带发展战略和地区绿色创新绩效间发挥中介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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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经济带是横跨中国东中西部且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工业经济带，其地区生产总值超过全国的 45%，但传统粗放式经济发展

方式给生态环境造成了巨大压力。《长江经济带生态环境保护规划》显示，长江经济带生态环境形势依旧严峻，废水排放总量

占全国废水排放总量的 40%以上，重工业企业分布密集，各类危、重污染源生产储运集中区与主要饮用水水源交替配置，297 个

地级及地级以上城市中有 48.4%的城市水源环境风险防控与应急能力不足。这迫切需要转变地区经济发展方式，降低生态环境污

染，推动绿色发展进程。绿色创新能通过构建绿色低碳的生产体系协调经济增长和生态环境保护的关系，被认为是推动绿色发

展的关键途径。但在绿色创新过程中，资金投入过高、主体信息不对称、创新周期长以及不确定性等高风险问题极易存在[1]。

依据新古典经济学派观点，企业、个人等市场主体创新活动由于高风险和强外部性特点会引发“市场失灵”，需要政府适当介

入与干预，这也为国家各项创新政策与产业政策提供了理论支持[2]。

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是提升绿色创新绩效强有力的战略支撑。2014 年 9 月，国务院印发《关于依托黄金水道推动长江经济

带发展的指导意见》，标志着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成为国家战略，并对创新发展、生态环境、区域协调等方面做出了明确要求。

随后，为全面贯彻落实创新、协调、绿色、共享、开放的新发展理念，深化创新驱动产业结构升级，推进绿色发展进程，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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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印发《长江经济带创新驱动产业转型升级方案》，将完善区域创新体系、推动产业技术创新平台建设、加快科技创新成果转

移转化及激发社会创新创业活力作为重点目标。2016 年发布的《长江经济带发展规划纲要》进一步强调创新的驱动作用，并将

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作为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的目标定位。可见，将绿色与创新相结合的绿色创新在保护长江生态环境、

促进科技进步、推动高质量发展方面的重要性。

基于此，截至 2021 年，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上升为国家发展战略已有 7年之久，其是否提高了沿线省市的绿色创新绩效？

对位于不同区域省市绿色创新绩效的影响有何差异？具体的作用机制如何？本研究首先利用熵权法测度长江经济带11省市2009

—2019 年的绿色创新绩效，之后采用双重差分模型实证研究了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对区域绿色创新绩效的影响及其区域异质性，

并进一步探讨了政府支持、信息化水平在战略与地区绿色创新绩效间的中介作用。

1 文献回顾与研究假说

1.1 文献回顾

现有研究中，有两类文献与本研究密切相关：一类文献是对绿色创新绩效评价及影响因素的研究；另一类文献是长江经济

带发展战略效果的评估研究。首先，学术界对绿色创新绩效的评价大致有两种，一是以绿色专利或污染物排放量作为单一指标

测量绿色创新绩效，例如徐建中等[3]采用专利申请量衡量地区创新能力，贴合新技术发展态势。二是从投入产出角度构建多指

标体系进行评价[4]，例如熊彬等[5]基于 PPE-DEA-LWM 综合评价模型，从投入和产出两方面构建绿色创新绩效综合评价指标体

系。此外，CHEN 等[6]从创新对象角度把创新绩效分为了绿色产品创新与绿色过程创新，他们认为绿色创新就是企业在产品创新

与生产过程创新中关于防治污染、节约资源、废物利用等方面的提升。其次，对绿色创新绩效影响因素的研究主要从外部环境

与企业内部两方面探讨。其中，外部环境包括制度、市场和各项政策等[7]。RENNINGS[8]认为绿色创新绩效受技术、市场与环

境规制影响，其中环境规制对绿色创新的作用受到了学者们的广泛关注，成为提升绿色创新水平、提高绿色创新绩效的重要政

策因素[9]。企业内部驱动因素大多集中在组织能力、组织战略及管理者水平上[10]。潘楚林等[11]从自然资源基础观角度，利

用企业组织认同理论和企业领导力理论研究了 224 家农产品企业，发现组织环境领导力、环境文化能通过组织认同对绿色创新

绩效产生影响。于飞等[12]利用在中国 A股上市的 128 家制造业企业 2010—2015 年的面板数据，探讨企业知识耦合对绿色创新

的影响机理及冗余资源在知识耦合与绿色创新关系中的调节作用。另外，企业绿色生产能力、组织学习能力、企业环境战略等

因素对绿色创新绩效的影响也受到了关注[13,14]。

后一类文献以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为研究对象，从实证层面检验战略对某一特定对象的实施效果。现有研究主要探究了长

江经济带发展战略对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产业结构升级、产业集聚、城市创新能力的影响，研究方法大多采用合成控制法、

倾向性得分匹配以及双重差分法[15,16]。比如，郭婧煜等[17]基于我国 31个省份 2007—2017 年的面板数据，利用合成控制法

实证研究了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发现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对长江经济带整体产业结构促进效应并不显

著，却在单个省份中尤为显著。

综上所述，现有研究虽从多方面构建绿色创新绩效评价指标体系，但少有从经济、社会及生态三个维度去建立综合指标；

绿色创新绩效影响因素研究中，大多探讨的是何种因素对企业或工业绿色创新绩效产生影响，而较少关注地区绿色创新绩效，

在外部政策因素研究中，对于直接研究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影响绿色创新绩效的文献较少。因此，本研究可能的边际贡献：（1）

利用经济、生态和社会三个维度测度了绿色创新绩效，并采用双重差分实证检验了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对地区绿色创新绩效的

影响；（2）分区域进行异质性检验，探讨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对不同区域的异质性影响，并引入政府支持、信息化水平这两个

中介变量，探究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对绿色创新绩效的作用机制；（3）在检验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对地区绿色创新绩效的政策

效应上，提出促进绿色创新绩效的针对性建议。

1.2 研究假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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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 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对地区绿色创新绩效的直接影响

根据波特假说，适当的环境规制能促使企业进行更多的创新活动。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要求在推动长江经济带经济发展时

将生态环境保护放在优先位置，这为长江经济带发展提供了明确方向，即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因此，研究认为长

江经济带发展战略对绿色创新绩效的提升作用可从以下三个方面探讨。第一，建设“生态文明建设的先行示范带”是长江经济

带发展战略定位之一，随着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的进一步实施，流域内各地政府为改善本地区生态环境会采取相应的环保措施，

比如降低“三废”排放量、减少高污染企业、提高废物利用率等[18]。这些措施因加重了企业生存压力迫使企业主动进行绿色

创新，革新生产技术生产绿色产品，从而降低生产成本，提高生产效率。第二，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能够通过改善资源配置方

式推动绿色创新，随着长江经济带发展规划出台，统一市场准入制度逐步建立，市场分割局面被进一步打破，一体化得到发展。

这加深了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主导地位，降低了资本、劳动力、技术和创新等要素流动成本与壁垒[19]。要素充分流动能够使

各项创新资源在市场引领下向高效率企业集聚，利于企业充分利用，提高地区绿色创新绩效。第三，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能通

过加强区域联系促进各地区新技术开发交流与合作，提高区域绿色创新能力。一体化发展使区域间贸易壁垒和成本降低，加强

了地区之间贸易往来，深化了流域内各地区之间分工与合作，促进各地区经济发展。同时，也激励了新型产业创业投资基金的

设立，这改善了企业创新的外部融资环境，激发了中小企业创新活力，为绿色创新绩效的提高提供了资金支持[20]。基于以上

分析，提出假设 1:

H1：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对地区绿色创新绩效具有显著提升作用。

1.2.2 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对绿色创新绩效的异质性影响

长江经济带跨越了成渝、长三角和长江中游这三个我国最为密集的城市群，由于地区行政区划界限和市场分割的存在，长

江经济带资本、技术、劳动力等资源要素在空间配置上极为不均衡[21]。比如，东部地区的资本、技术相对充足但其劳动力相

对短缺，西部地区的情况则相反[22]。长江中部、西部地区大部分都是高原、山地，虽然自然资源极为丰富，但开发难度较大，

一定程度上制约了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而东部以平原为主，更有利于创新资源集聚和科技企业发展。同时，地方政府在实

施中央政府区域发展战略和执行环境政策力度上有所差异，致使地区间的环境污染程度和绿色创新绩效有所不同[23]。此外，

在地区发展差异下，技术追赶效应和创新外溢效应不断凸显，这在促进绿色技术进步、提高区域创新水平的同时进一步加深了

绿色创新绩效差异。由此，多方面的差异致使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对不同地区绿色创新绩效的影响不尽相同。基于上述分析，

研究提出假设 2:

H2：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对地区绿色创新绩效的影响具有区域异质性。

1.2.3 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对地区绿色创新绩效的影响机制

(1）政府支持。中央政府会依据我国经济背景或区域发展问题，基于当前经济发展水平做出未来发展规划，以优化产业布

局和平衡区域发展。地方政府支持作为政策实施过程中的保障，在完成中央政府的规划目标中扮演着重要作用，往往会以激发

地区经济活力、实现政策目标为由，对重点发展领域或行业的公司提供补贴或贷款[24]。首先，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是中央政

府对长江经济带总体发展做出的长期规划，涉及生态保护、产业转型升级、创新驱动发展等各个方面，而地方政府基于其中创

新驱动的长期规划，因地制宜，为本地区创新企业提供资金支持；其次，由于分税制改革，中央政府转移支付在地方政府收入

中占有重要比例，为获得中央专项政策优惠或资金，地方政府往往会在中央要求发展的重点领域给予支持[25]，而绿色发展是

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实现的重点目标，所以开展绿色创新的企业也是重点支持对象；最后，生态环境保护是长江经济带发展战

略的重要内容，目前地方官员晋升考核与产业经济结构转型和环保治理联系日益密切。为达到环保考核要求，地方政府官员会

加大对既注重环保又能实现技术进步的绿色创新的支持。而政府支持对绿色创新具有引导作用，能够优化创新资源配置，降低

资源错配风险，并能通过对创新主体的财政补贴，激发创新主体的积极性，从而提升地区创新绩效和能力[26]。根据上述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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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假设 3:

H3：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通过政府支持提升地区绿色创新绩效。

(2）信息化水平。《关于依托黄金水道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的指导意见》明确要求沿江省市不断完善信息化基础设施建设，

加强信息互联互通，力求运用新一代信息技术推进互联网示范城市建设。这说明实施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能够推动信息技术应

用于城市发展，从而提升地区信息化水平。一方面，信息化水平提升会带来金融领域的重大变革，催生智慧金融发展，比如金

融产品、业务流程、风控、服务等方面的智慧化。创新活动的大量资金支持依赖于外部金融环境，而智慧金融行业的快速发展，

能满足创新主体更大的融资需求，降低融资风险，激励绿色创新主体投入创新。另一方面，提高信息化水平能有效解决信息不

对称问题。企业的绿色创新活动始于从外部环境获取信息，在组织内部实现信息共享，并分析处理成新信息，转化为绿色产品。

但企业与外部环境、企业组织内部之间都存在信息不对称，可能扭曲企业资金流向，降低企业产品研发效率，不利于绿色创新

的实现。而信息化能通过对诸如物联网、互联网、云计算、人工智能及大数据等信息技术的不断革新和渗透应用，解决创新主

体与环境或与组织内部之间的信息供需矛盾问题[27]，助力绿色创新。基于此，提出假设 4:

H4：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通过提高信息化水平促进地区绿色创新绩效。

2 样本、变量与数据

2.1 样本选择

本研究采用双重差分模型检验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对绿色创新绩效的影响，研究样本为 2009—2019 年长江经济带 11 省市

及其周边邻近 8 省份[28]，根据《关于依托黄金水道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的指导意见》发布时间，本研究选择 2014 年作为政策

实施年，以 2014 年为节点，选取 2014 年前后 5 年时间的绿色创新绩效数据进行研究，以更清晰地反映政策实施前后的变化。

2.2 变量及其测度

2.2.1 关键变量及其测度

(1）被解释变量。地区绿色创新绩效（Gin）。在经济维度上，绿色创新绩效突出其创新过程中的绿色生态理念，即通过绿

色创新可以降低工业企业生产成本和能耗，提高资源、能源利用效率，促进经济高质量增长；在生态维度上，绿色创新活动能

够减少工业企业在生产过程中产生与排放的污染物，显著改善生态环境；在社会维度上，反映绿色创新活动对社会科技文化的

影响及对人居环境的改善。因此，研究选取经济、社会和生态这三个维度衡量绿色创新绩效[29]，具体衡量指标见表 1。

第一，经济绩效。创新最终的目的是实现经济利益，绿色创新自然也要促进经济增长，实现经济绩效。首先，绿色创新能

够迫使企业为了降低生产活动对生态环境的负面影响而研发清洁技术或实现产品的绿色创新，促进绿色专利申请量的增加[30]；

其次，绿色创新成果能通过传播、扩散及利用扩大对经济的影响，实现经济价值；最后，绿色创新能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由此，选用绿色专利申请量、新产品销售收入、技术市场成交额、第三产业增加值占 GDP 比重、高技术产

业营业收入、人均 GDP 和全社会劳动生产率衡量经济绩效。

表 1 绿色创新绩效测度指标体系

目标层 准则层 指标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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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创

新绩效

经济绩效

绿色专利申请量

新产品销售收入

技术市场成交额

第三产业增加值占 GDP 比重

高技术产业营业收入

人均 GDP

全社会劳动生产率

社会绩效

R&D 人员全时当量

人均公园绿地面积

每万人拥有公共交通车辆

建成区绿化覆盖率

生态绩效

万元 GDP 能耗

污水处理厂集中处理率

环境污染治理投资占 GDP 比重

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

工业废气治理设施处理能力

第二，社会绩效。绿色创新的社会绩效是通过绿色创新活动改善人们生活环境和提高居民福祉。本研究选用 R&D 人员全时

当量体现绿色创新对人才的培养，用人均公园绿地面积、每万人拥有公共交通车辆和建成区绿化覆盖率这 3 个指标对人们拥有

的绿色空间水平进行测度。

第三，生态绩效。绿色创新要求在创新过程中注重生态环境的保护，减少废物产生和有害气体排放，降低资源能源消耗，

提高资源利用效率。研究用万元 GDP 能耗来反映经济发展对能源的依赖程度，用污水处理厂集中处理率、环境污染治理投资占

GDP 比重、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和工业废气治理设施处理能力反映对环境的治理程度。

(2）核心解释变量。研究将受到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影响的处理组虚拟变量和时间虚拟变量的交互项（Process×Time）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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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核心解释变量。由于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的针对性，本研究将长江经济带 11 省市归为处理组，赋值为 1，与 11 省市相邻的 8

省则为对照组，赋值为 0。选用 2014 年为政策实施年。因此，2014 年以前，Time 取值为 0,2014 年及以后，Time 取值为 1。

(3）地区绿色创新绩效测度结果。在地区绿色创新绩效综合评价指标体系构建的基础上，本研究选用熵权法计算各个指标

的权重，然后再用线性加权综合法计算出地区绿色创新绩效的综合值[31]，测算具体结果见表 2。

在测度 11 省市后，对其邻近 8 省份（山东、福建、广东、河南、陕西、甘肃、青海、广西）的绿色创新绩效也进行了测度，

并将整体情况以表 2 中对照组数据呈现。为更直观看出绿色创新绩效在处理组和对照组之间的差异，将两组绿色创新绩效均值

绘制出趋势图进行对比，如图 1所示，两组绿色创新绩效在 2014 年以前基本保持着一致性发展水平，这说明在长江经济带发展

战略实施之前，处理组和对照组有共同的发展趋势。从 2014 年开始，两者逐渐有了差距，尤其在 2015 年后差距明显，鉴于政

策显现需要时间，初步判断绿色创新绩效的增长是由于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实施引起的。

表 2 长江经济带绿色创新绩效测度结果

地区 2009 年 2010 年 2011 年 2012 年 2013 年 2014 年 2015 年 2016 年 2017 年 2018 年 2019 年 均值

江苏 0.205 0.249 0.300 0.348 0.401 0.435 0.465 0.643 0.765 0.767 0.898 0.498

安徽 0.116 0.151 0.204 0.240 0.282 0.297 0.322 0.497 0.533 0.604 0.723 0.361

浙江 0.144 0.170 0.186 0.219 0.235 0.258 0.296 0.334 0.464 0.527 0.587 0.311

上海 0.203 0.204 0.216 0.227 0.237 0.252 0.262 0.283 0.301 0.329 0.364 0.262

湖北 0.092 0.097 0.120 0.138 0.154 0.177 0.191 0.226 0.392 0.451 0.503 0.231

重庆 0.087 0.094 0.119 0.123 0.134 0.142 0.164 0.181 0.322 0.340 0.360 0.188

江西 0.055 0.079 0.098 0.114 0.103 0.103 0.116 0.166 0.255 0.312 0.404 0.164

四川 0.063 0.071 0.090 0.109 0.125 0.143 0.153 0.182 0.224 0.297 0.338 0.163

湖南 0.058 0.063 0.076 0.096 0.109 0.120 0.157 0.180 0.185 0.199 0.248 0.136

云南 0.043 0.049 0.054 0.064 0.069 0.078 0.083 0.093 0.257 0.273 0.283 0.122

贵州 0.009 0.031 0.049 0.052 0.070 0.089 0.087 0.090 0.151 0.162 0.176 0.088

东部 0.184 0.208 0.234 0.265 0.291 0.315 0.341 0.420 0.510 0.541 0.616 0.357

中部 0.080 0.097 0.125 0.147 0.162 0.174 0.197 0.267 0.341 0.391 0.470 0.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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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部 0.050 0.061 0.078 0.087 0.100 0.113 0.122 0.137 0.238 0.268 0.289 0.140

处理组 0.098 0.114 0.137 0.157 0.174 0.190 0.209 0.261 0.350 0.387 0.444 0.229

对照组 0.088 0.105 0.130 0.147 0.163 0.173 0.185 0.203 0.224 0.240 0.262 0.174

图 1 绿色创新绩效（Gin）趋势图

2.2.2 其他变量及其测度

(1）控制变量。外商投资能够拉动地区经济发展和绿色创新水平，用实际外商直接投资金额（fdi）表示。所有制结构（sto）

是影响绿色创新绩效的又一因素，本文采用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所占的比例来表示[32]。一个地区的市场竞争强度（mar）影响

绿色创新活动的多少，进而对绿色创新绩效产生作用，用各地区高新技术企业个数表示[33]。金融发展（fin）对资源的使用效

率具有促进作用，对技术进步也有重要影响，选用各省市年末金融机构人民币的各项存贷款余额与地区生产总值的比来衡量。

(2）中介变量：政府支持（gov）。政府支持对提升绿色创新绩效具有重要作用，本文采用科学技术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重

来衡量政府支持的力度[34]。信息化水平（inf）。推进有线无线宽带接入网、增加光缆密度等完善信息基础设施建设能显著提

高信息化水平，研究选用地区人均互联网宽带用户数衡量信息化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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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数据来源与描述性统计

数据主要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中国环境统计年鉴》《中国高技术产业统计年鉴》《中国能源统计年鉴》以及各省市

的统计年鉴，绿色专利数据是整合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信息，按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在 2010 年发布的《绿色专利清单》

整理得出，部分缺失值采用插值法补全。样本的描述性统计见表 3，可以看出处理组的绿色创新绩效（Gin）标准差大于对照组，

说明处理组的绿色创新绩效在 2009—2019 年间变化更大，这可能是受某一时间节点上政策冲击而致。

表 3 样本描述性统计

变量 名

全样本 处理组 对照组

样本 量

均值

标准 差 样本 量

均值

标准 差 样本

量

均值

标准 差

Gin 209 0.206 0.157 121 0.229 0.170 88 0.174 0.131

fin 209 2.708 0.850 121 2.790 0.940 88 2.596 0.698

sto 209 0.033 0.019 121 0.031 0.018 88 0.035 0.021

Infdi 209 12.995 1.775 121 13.440 1.149 88 12.382 2.248

Inmar 209 6.525 1.270 121 6.733 0.963 88 6.382 1.560

gov 209 2.147 1.418 121 2.424 1.506 88 1.764 1.184

inf 209 0.206 0.201 121 0.219 0.247 88 0.188 0.106

3 计量模型与实证结果

3.1 模型设定

双重差分能够消除随时间而变化的选择性偏差、识别可靠的因果关系，被认为是评估准自然实验中最重要的方法。长江经

济带发展战略作为一个准自然实验，它能否对绿色创新绩效产生显著影响，可构建双重差分模型进行检验[35]，具体如下：

式中：Ginit 表示 i省第 t年的绿色创新绩效。Processi×Timet 是政策虚拟变量和时间虚拟变量的交互项，前者在长江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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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带发展战略实施的省份取值为 1，未实施的省份取值为 0；后者在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实施之前取 0，实施之后取 1。φ1就是

本研究关注的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对绿色创新绩效的影响。Xit 表示控制变量，ωi和γt分别代表地区固定效应和年份固定效

应，εit为随机误差项。

研究对政府支持、信息化水平的中介效应进行了分析，因自变量是虚拟变量，故将验证模型设为[36]:

式中：gov、inf 为中介变量；系数β1 衡量了在实施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的省市，政府支持或信息化水平对绿色创新绩效

影响的增量；β1+β2衡量了在实施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的省市，政府支持或信息化水平对绿色创新绩效的影响。为避免加入交

互项引起多重共线，本研究将构成交互项的变量进行了中心化处理。

3.2 实证结果

3.2.1 基准回归分析

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对绿色创新绩效影响的基准回归结果见表 4 中的列（1）和列（2）。本研究在回归中都加入了地区固

定效应和年份固定效应，可以看出，在列（1）和列（2）的回归结果中，无论是否加入控制变量，Process×Time 的系数都在

1%水平上显著为正。这表明实施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能显著提高绿色创新绩效，H1 得到了验证。可见，《关于依托黄金水道推

动长江经济带发展的指导意见》中提到的以创新引领驱动、增强自主创新、建立生态环境保护、推动流域内低碳循环发展等要

求在实践中得到证实。

3.2.2 区域异质性检验

同样的政策冲击对不同区域可能会有不同影响，本研究将处理组省市，即长江经济带 11 省市按地理位置划分为东部（上海、

江苏、浙江）、中部（安徽、江西、湖北、湖南）、西部（重庆、四川、贵州、云南）三个区域，对照组不变，再按照式（1）

进行回归。表 4 显示了处于不同区域省市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实施效果的差异性。可以发现，Process×Time 的系数在东中部地

区显著为正，但在中部地区的显著性水平要高于东部地区，这说明实施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能够促进东中部地区绿色创新绩效，

并且这种促进效应对于中部地区更显著。由于占据技术、资金、人才和地理位置优势，东部地区具有较高的绿色创新水平，进

一步提升绿色创新的成本较高，绿色创新绩效的提升空间变小。相较于东部地区而言，中部地区因承接东部产业转移，第二产

业占比大，工业污染严重，但近几年当地政府逐渐重视，且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的实施进一步加强了环境规制，致使企业为了

生存转而进行绿色创新。由此，政策效果冲击最为显著。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对西部地区绿色创新绩效具有正向影响但不显著，

可能是由于西部地区所具备的各项绿色创新发展资源较为薄弱，尤其是一直以来对能源产业依赖性过大，还未把绿色生态、绿

色资源、绿色发展方式培育成新的生产力，所以想要改变其发展方式、提高绿色创新绩效，还有待进一步的政策激励。因此，

H2得到了验证。

3.2.3 中介效应检验

表 4 中列（3）和列（4）报告了政府支持和信息化水平与绿色创新绩效的检验结果，可见，Process×Time×gov 和 gov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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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数都显著为正，说明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能通过加强政府支持促进沿江省市的绿色创新绩效。H3 得到了验证。地方政府财政

科技支出的不断增加，为绿色创新提供资金的同时也为绿色创新活动营造了良好的创新环境。Process×Time×inf 和 inf 系数

也均显著为正，表明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通过信息化水平的提升，显著促进绿色创新绩效。H4 得到了验证。信息化水平的提升

让绿色创新主体运用信息技术低成本地获取外部知识，时刻掌握市场动向，降低了创新主体外部交易成本，提高了创新效率。

表 4 实证分析结果

变量

绿色创新绩效（Gin）

列（1） 列（2） 东部 中部 西部 列（3） 列（4）

Process

X Time

0.083***(0.017)0.067***(0.017)0.068**(0.030) 0.067***(0.023) 0.014(0.016) 0.031**(0.014) 0.059***(0.016)

fin 0.001(0.018) -0.017(0.021) -0.015(0.022) -0.003(0.013) -0.015(0.014) 0.005(0.017)

sto 3.264***(0.617)5.560***(1.013) 3.313***(1.007) 2.327***(0.435) 2.328***(0.494)2.985***(0.589)

Infdi -0.006(0.010) -0.042***(0.014)-0.011(0.014) 0.002(0.007) -0.003(0.008) -0.003(0.010)

Inmar 0.069***(0.031)0.122***(0.046) 0.150***(0.042) 0.085***(0.026) 0.039(0.027) 0.071**(0.029)

gov 0.069***(0.008)

Process

X Time

Xgov 0.030***(0.006)

inf 0.091***(0.024)

Process

X Time X

inf 0.175***(0.050)

地 区固

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年 份固

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常数项 0.094***(0.014)-0.446(0.229) -0.379(0.359) -0.868***(0.296)-0.592***(0.181)-0.342(0.193) -0.503**(0.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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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209 209 121 132 132 209 209

R2 0.719 0.763 0.775 0.768 0.811 0.856 0.791

调 整后

的 R2

0.674 0.718 0.715 0.711 0.764 0.827 0.749

注：括号内为标准误，上角标*、**、***分别表示显著性水平为 10%、5%和 1%。表 5 同。

4 稳健性检验

4.1 平行趋势检验

使用双重差分的基本前提是处理组和对照组在政策实施之前具有共同发展趋势，虽然图 1 展现了实施政策地区和未实施政

策地区绿色创新绩效在政策实施前变化趋势基本平行，但需要更为严谨的方法验证。研究选用事件研究法进行平行趋势检验并

对试点政策动态效应进行验证[37]，具体模型如下：

式中：Policyi,t-j 是一个虚拟变量，当在 t-j 年份时，i 省份实行了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取值为 1，否则为 0；φ-5 到φ

-1为战略实施之前 1～5期的效果，φ1到φ5 为战略实施之后 1～5期的效果，φ0为战略实施当期效果。研究将战略实施前一

期即-1 期作为基准组，故图 2 中没有-1 期的数据，空心点表示估计系数φj的大小，上下区间表示 95%的置信区间。研究发现

φj在战略实施之前 2～5期均不显著，说明在战略实施之前，处理组和对照组并不存在明显差异，具有共同发展趋势。此外，

战略实施之后φj的系数逐渐增大，且从第三期开始显著为正，与对照组的差距愈发明显，说明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对地区绿色

创新绩效的影响滞后两期，这可能是由于 2016 年《长江经济带发展规划纲要》的颁布，进一步加大了对绿色创新的影响。

4.2 反事实检验

为进一步检验研究结果的可靠性，借鉴 Topalova[38]的做法，本研究将实施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时间提前三年，且把样本

期设定在 2009—2014 年以考察是否存在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的政策效果。如果 Process×Time 的系数不显著，则说明可以排除

其他不可观测因素对绿色创新绩效的影响。表 5 报告了反事实检验结果。列（6）和列（7）分别是不加控制变量和加入控制变

量的结果，可以看出两者都不显著，这说明政策效应是由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实施所引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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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平行趋势检验结果

表 5 反事实与替换对照组检验结果

变量

列(6) 列（7） 列（8） 列（9）

Gin Gin Gin Gin

ProcessXTime

0.002 (0.009)

-0.001

(0.009) 0.076*** (0.020)

0.058**

(0.023)

控制变量 否 是 否 是

地区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常数项

0.094*** (0.005)

-0.229

(0.169) 0.088*** (0.016) 0.012 (0.253)

N 114 114 209 2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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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2 0.720 0.777 0.713 0.726

调整后的 R2 0.645 0.703 0.667 0.674

4.3 替换对照组

研究选取了与原有对照组省份相邻的 8 个省份（山西、河北、宁夏、辽宁、吉林、黑龙江、北京、天津）作为新的对照组，

处理组不变，检验研究结果是否与前文具有一致性，结果为表 5 的列（8）和列（9）。由列（8）与列（9）的结果可以看出，

无论是否加入控制变量，Process×Time 的系数都显著为正，这与前文的基准回归结果相一致，说明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能提高

绿色创新绩效的研究结果具有稳健性。

4.4 随机抽取处理组

为进一步检验是否存在遗漏变量问题，本研究从 19 个省市中随机抽取 11 个省市作为处理组，其余省市为对照组。随机抽

取处理组是为保证系数 Process×Time 对绿色创新绩效没有影响。运用 Stata16.0 随机抽取 500 次，并按方程（1）进行回归，

将 500 次随机分配后的估计系数分布及其相关 P 值绘制到图 3，右边垂直虚线为双重差分实际估计值。研究发现大部分 P值大于

0.1。图 3中估计系数服从正态分布且均值为-0.0001，接近为 0，远小于实际估计值 0.067，说明不可观测的因素不影响研究结

论。

5 结论与启示

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实施之后，长江经济带各省市的绿色创新有了新变化。对此，本研究先是构建了评价绿色创新绩效的

指标体系，对被纳入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的 11 省市及其周边邻近 8省份的绿色创新绩效进行了测度，并在此基础上，利用这 19

个省市 2009—2019 年的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对绿色创新绩效的影响，主要研究结论如下：（1）实施长江

经济带发展战略能够显著提升地区绿色创新绩效，这一结论在稳健性检验中依然成立；（2）长江经济带 11 省市的绿色创新绩

效存在差异性，总的来说，绿色创新绩效从东部地区向西部地区依次递减；（3）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对绿色创新绩效的影响具

有显著的区域异质性，对中部地区的促进作用最为显著，东部地区次之，西部地区不显著；（4）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能通过政

府支持和信息化水平的增强显著提升绿色创新绩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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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随机抽取处理组检验结果

基于以上研究结论，政策启示如下：第一，不断支持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实施，加大其实施力度，进一步促进地区绿色创

新，提高绿色创新绩效。实施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的政策效应在绿色创新绩效的提升上已得到论证，为了让政策效应的正外部

性得到更进一步发挥，应强化对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实施的支持力度，使更多邻近省市享受到政策带来的福利。第二，在推动

长江经济带绿色创新时应注重区域异质性。首先，由于本身地理区位和先天资源禀赋不同，长江经济带绿色创新绩效高低不一，

使得在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实施效果上存在区域差异，这要求结合地域情况因地制宜，将政策供给与地区实际绿色创新发

展条件相结合，如在绿色创新绩效较高的东部地区，要不断拓展绿色创新空间，维持绿色创新活力；在工业集聚的中部地区，

要充分发挥政府规制和调控作用，重视绿色治理，完善投融资服务，加快发展绿色产业；在具有良好自然资源禀赋的西部地区，

要将其绿色资源、绿色生态培育成区域发展的绿色生产力；其次，在实施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背景下，各地区应本着优势互补

和资源共享原则，在强化自身自主创新能力的同时不断深化各省市之间的沟通交流，实现东、中、西绿色创新的协同发展。第

三，要不断探索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促进绿色创新绩效的多维路径，提升政策实施效果。首先，要加强信息化基础设施建设，

进一步推进信息技术应用，增强各地区互联互通，带动人才、技术、资金等资源在更大范围内流动，提高绿色创新绩效；其次，

要加强信息技术与金融产业融合发展，进一步推动革新传统金融模式，积极引导与完善智慧金融，为中小科技型企业发展助力；

最后，要适度加强政府对绿色创新的支持力度，充分发挥政府支持的中介作用。政府可在资金支持的基础之上，在健全法律、

完善配套政策以及搭建平台等方面为绿色创新营造更优的创新环境，为提升绿色创新绩效提供充分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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